
社会契约论是近代政治哲学产生的逻辑前提和

基础， 而社会契约又是以自然状态作为它的逻辑预设

的， 哲学家或政治学家对此逻辑预设的理解和诠释不

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性观、国家观、权利观和自

由观就各不相同， 其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也就各不相

同。自霍布斯以来，国家合法性论证方式发生了重大的

转向， 由以神学论证国家合法性转变为以人为的同意

的“社会契约”论证国家合法性，也就是说，国家合法性

论证方式从神义论过渡到了人义论， 从而弥补了神学

缺失之后的政治真空状况。

一

霍布斯把自然状态描述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

战争状态”，因此，自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自我保全，由

于自然状态非常悲惨， 这就促使人们建立市民社会以

便结束战争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企图要改变自

然状态的行为是反自然的， 如果没有这种反自然的行

为，人们就无法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社会，也就无法

结束自然状态。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使人们认识到，人们

凭借理性来签订契约， 就可以保全每一个人。 这就是

说， 霍布斯把理性看作是人的本性，“建立在人们消除

自然状态基础上的理性的‘结论或公理’，也可以被看

成是自然的。 人类永恒不变的天性决定着他们必定改

变自然状态”［1］89。 而卢梭则认为，人的天性是可以变化

的，人的理性也不是先天就具有的，尤其是自然人，很

难有什么理性。 卢梭从历史的角度对人性可变性做了

诠释， 他说：“敢于为一国人民进行创制的人———可以

这样说———必须自己觉得有把握改变人性， 能够把每

个自身都是一个完整而孤立的整体的个人转化为一个

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 这个个人就以一定的方式从整

体里获得自己的生命与存在； 能够改变人的素质，使

之得到加强； 能够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

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的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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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2］这里，卢梭不再以霍布斯的眼光看待人性，他

看到人性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甚至人的理性，

也是人们在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过程中产生

的。 可以说， 卢梭对人性的看法更多是马基雅维利式

的，他认定人性是可以被改造的，而政体为人性改造提

供了制度保障。

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的斗争起因是竞争、猜忌和

荣誉，“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样东西而又不能同

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

保全，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

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和征服对方。 ”［3］93 这就是说，

由于在自然状态下所需之物的匮乏， 人们才会发生争

斗，彼此成为敌人。但是，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是人类

的和平状态。 他曾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

提到，自然人生活的自然状态是富足的，大地能够提供

给人很多有营养的东西，以便满足他们的食物需要，而

自然人的欲望是有限的，不会超出他的生理需要。他还

指出，原始状态中的人只需要“野草与橡子”，由于他们

的欲望不高，仅限于生理上的需求，所以他们在自然状

态中不会陷入相互间的战争。

霍布斯认为人性会“使人们如此互相离异，易于

互相侵犯摧毁”［3］95，因而，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荣誉

而产生暴力。但卢梭认为自然状态的自然人“所以不是

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4］99，他们犹如野兽，

没有道德维度，也就没有怨恨和复仇的欲望。 实际上，

“他们丝毫没有‘你的’和‘我的’这种概念，也没有任何

真正的公民观念， 他们把可能遭受的暴行视为是一种

易于弥补的损害，而不认为是一种应予惩罚的侮辱。他

们甚至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他们的争执的对象，

如果不比食物更令人动心的话， 他们的争执很少会发

生流血的后果”［4］103。这就是说，自然人虽偶尔有暴力行

为，但他们没有怨恨和复仇的意识，在自然状态中能够

和谐相处。

综上所述，霍布斯预设自然状态的参照系是市民

社会， 而卢梭更多地是以欧洲人所观察到的野蛮人为

参照系，因此，卢梭“有着更多的从动物那里得出的类

推和例证”［1］61。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战争和苦难，他极

力要求早些结束那种自然状态。 而卢梭使自己的自然

状态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区别开来， 他的自然状态是

和平和幸福的。 他“梦想着、恢复着他的存在意义———

不过是在几乎已使这种意义丧失殆尽的重重习惯和常

规的遮蔽下。他走开了，独自生活在未被文明社会所触

及的国度中”［5］，也就是说，卢梭想返回自然状态，过祥

和的生活，他在《一个孤独的遐思者》中表达了这样的

想法。从卢梭的视角来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以清楚

地看到， 霍布斯所讲的自然状态实际上是政治社会的

产物， 自然状态下的自然人的怨恨和复仇的欲望实际

上是市民社会的一种表现。 他把市民社会的人的情感

赋予了自然人，“错误地相信某些社会情感是天性的，

因此，把自然状态误解为战争状态”［1］58。

二

霍布斯把自然状态看作是战争状态，因为霍布斯

的自然人是受过启蒙思想熏陶过的人，有强烈的欲望，

正是在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才会产生冲突，因此，

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人依据自然法则签订契约，建立

起强大的利维坦。 利维坦凭借自身的力量控制人内在

的兽性成分，从而防止人的兽性泛滥。霍布斯的利维坦

是一个人为的人格体，一个“人造之人”。 在那里，公民

个人的“幸福”、“生活热忱”、“更为舒适和愉悦的生活”

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作用［6］。 但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是不完善的。由于受死亡和恐惧的威胁，人的求生本能

使人变得自私， 人们为了各自的生存都变得精明和善

于算计。这就促使自然人走向市民社会，以便结束自然

状态的战争状态。 而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

是没有接受过任何启蒙而完全缺乏理性的， 他们没有

过多的欲望， 他们的欲望仅仅与他们的生理需要相适

应，因而，自然状态是祥和的，自然人在自然状态中过

着幸福的生活，对同伴“既没有被伤害的恐惧，也没有

想获得利益的希望”。 从这个意义上说， 自然人是孤

独的，他们既在道德上也在生理上孤立他人，因此，卢

梭的“人”比非社会的动物更孤独。

“霍布斯通过拒斥把人看作有理性的动物和政治

的（或社会的）动物这种传统理解，中断了古典政治哲

学传统。 他认为，人的理性并不指向人的生活目标，而

仅仅是帮助他欲望的工具。 ……因为他关心自己的个

人利益远远胜过他对其他人的情感。 ”［1］62 这表明，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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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理性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性， 而恰恰是作为

工具或手段的理性，它与人的“自我保全”能力结合起

来，人就变得更为功利和精于算计。 由此，霍布斯在对

自然状态的论述中暗示了用功利和算计的手段 （即技

术）将会导致人性的堕落，会使人再次陷入战争状态，

这为他建立君主专制进行了必要的合理性论证。

为了驳倒霍布斯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卢梭

重新考察了自然状态。 他把对野蛮人的观察作为自然

状态的立论基础，从而“革新了霍布斯中断的古典学所

以依靠的根据：不仅自然人不是理性所支配的动物，而

且他完全缺乏理性；不仅他是非社会的动物，而且是完

全孤立的”［1］63。 卢梭通过重新考察自然状态探索了关

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指出自然状态的人是

平等的， 那种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平等的说

法，在自然状态中没有基础。 因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

人都是孤独的，没有谁比谁更智慧、更具有统治别人的

能力， 那种先天的对其他人具有统治的权力的说法是

有问题的， 它是建立在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的神学版

本上的。 这表明，等级统治的君主政体是缺乏根据的，

是不合法和不充分的。

卢梭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和平等的，在自然状态中

没有谁拥有更高智慧， 也没有谁有权或者有资格决定

他人的喜好和偏爱，甚至生命。 人们在自我保全的“自

然法”面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行动和是非判

定的法官，是自己的主人，没有义务去听从他人的安排

和摆布。只有进入了市民社会，才会产生一些人听从另

一些人的现象。 这就是说，权力不是来自自然，而是人

为构造的。 那么，自然人为什么要过渡到市民社会呢？

在卢梭看来，这种“过渡”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而是因为

一系列偶然事件使人们进入到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状

态，即市民社会。 正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这种认识，卢

梭才在《爱弥儿》中提出“好的社会制度是最能改造人

的制度”，而这种“好的制度”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人

为建立起来的。于是，他论述的重点就由此转向讨论何

种政体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保证人的自由和平等了。

三

市民社会虽然不是令人们满意的社会，但是人不

可能回到自然状态中去。既然如此，我们不应该去幻想

或想象生活，而是应该着眼于市民社会的现实，思考如

何在这个社会建立起一种政体，既能够保证人的自由，

同时也能够保证人的平等，这样，人就可以免除支配和

奴役，免于遭受残忍的迫害。因此，卢梭在《论人类不平

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中，从不同视角来探

究政治权力， 认为政治权力必须建立在服从权力的人

的“同意”的基础上，借助平等契约克服不平等的因素，

从而形成自由社会。 自由社会的前提是：“其成员为了

约定的自由而放弃他们原初或天赋自由，也就是说，服

从于共同体的法律或统一的行为规则， 每个人都能为

制订这种规则作出贡献。 ”［7］88

在自然状态中，人享有天然的自由，那么，是不是

人进入市民社会就失去了自由呢？ 卢梭说:“人类由于

社会契约而丧失的， 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

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权利；而

他所获得的， 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

切东西的所有权。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

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

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并区别仅仅是

由于强力的结果或者是最先占有权而形成的享有权，

与只能是根据正式的权利而奠定的所有权”［3］30。 当人

丧失了天然自由时，人却获得了社会自由。 这就是说，

生活在社会中的公民是自由的， 他们不受他人意志的

左右，他们在服从社会法律的基础上，完全摆脱了人身

依附。 因为法律是公民共同参与、共同制定的，服从法

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由此，“公意”就构成了卢梭政

治哲学的核心观念。在卢梭看来，公民的自由在于分享

“公意”，并服从“公意”，而“公意”一旦形成，它是永远

公正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3］35。 因为它是政治

社会的绝对权威或主权， 而主权就是社会公民赋予政

治体支配其成员的绝对权力。 主权是“不可转移”、“不

可让渡”、“不可分割”和“不可限定”的，是一个集体的

生命，只能由人民来掌握。正如卢梭所说，“主权是不能

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 主权在本质上是

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

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决不能有什么

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

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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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任何肯定的决定。 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

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 ”［3］125 这就是

说，公民所创造的“公意”是最高的指导，即主权尽管是

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是不会超出也不可能

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我们看到，卢梭强调人民主权高

于一切，人人应该直接参与制定法律，通过法律管理生

活。因此，他指出，立法权应该属于人民，而且只能属于

人民，政府只是臣民与主权者的中间体，使两者相互结

合，它仅仅负责执行法律和维持社会和政治的自由。可

是，“一旦政府试图从事立法活动或超越其权力的活

动，那么国家就被腐蚀，而人民的义务也就终止了。 其

结果就是卢梭在他身旁所看到的整个不公正的、 奴役

状态的社会”［8］。

由此，卢梭以“公意”概念消解了霍布斯关于人的

天赋权利的说法。 人民权利源于分享“公意”，否则，人

的基本权利无法获得保障。正因如此，卢梭试图通过建

立民主共和制来进一步改造人，以“人的可完善性取代

了人的完美性观念”［7］100。 可以说，卢梭以“公意”克服了

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抽象性和虚假性， 因为卢梭降低了

他自然状态的起点，把自然状态锁定在动物状态上，这

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反映， 这种对历史事实的研究就

变成一种驱除了道德的科学研究。换言之，卢梭关注的

不是统治的起源，而是统治的基础，或者说是统治的正

当性基础。 因此，他从权利事实出发分析事实:“并不是

权利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什么权利是适当的和公正的，

也不是人们被迫服从权力的问题， 而是人们不得不承

认权力的问题。 ”［1］84 卢梭对自然状态的重新诠释，“公

意”概念的提出，使他走上了自然公法学派以“合法政

府”取代“最佳制度”，以探讨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观念取

代关于最佳政体的概念的道路［9］。

总之，卢梭通过降低起点，把自然状态看作是动

物状态，论证了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和平等的，只是

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人类才过渡到市民社会。在市民

社会中，人随着语言能力的发展，受理性、道德感、文化

等影响，开始变得邪恶、奴性十足。 为消除产生不平等

的客观条件，人们可以共同参与制定法律，以服从“公

意”的方式建立起人民主权国家，即民主共和制国家，

实现人的自由与平等。由此，卢梭开启了另一条论证国

家合法性的路径。自霍布斯以来，人们总是以自然法论

证国家的合法性，但卢梭开启了采用“人民主权”论证

国家合法性的路径。当然，卢梭对自然状态的研究是构

建自己政治学说的重要的一步。 他的自然状态如普拉

特纳所言，“不是圣经所讲的伊甸园的故事， 不是关于

‘黄金时代’的史诗神话，不是对他自身内心深处的

探究， 不是对在非社会环境中人会怎么样的纯粹假

设”［1］102，而是“从其他动物的行为中得到的证明。 使得

卢梭把人的自然状态与动物状态等同的重要前提在

于近代自然科学提供的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地位的

理解”［1］102。 而卢梭关于自然人的看法与他对于更完善

的政治秩序的看法之间的联系，“并不在于人的自然倾

向（如同情心）指向人类社会，而是在于人的天性的最

原始的本性”［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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